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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当代中国史学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廓清。目前来看，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

中，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诸多概念，造成当代史学研究中概念

的模糊与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和明确。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史料的简单发掘和再现，还应当通过对

历史史料的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轨迹，为现实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后者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史学承载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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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析

滕方炜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

起，有60年多年时间。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放在中国史

学几千年延续传承的整体视野中来看，它无疑是中国史学领

域最年轻的新兴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当代中国

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历史空间，它不仅在政治制

度、政治体制、政权理论等各个方面与旧制度、旧传统有区

别，在史学研究上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思考。比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国史学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史如何区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史

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一、国史与当代中国史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基本问题进

行研究，首先需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厘清。目前来看，在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对于国史的基本概念存在着定义不

清、交叉混用的情况，对人们对于国史的认知造成了混乱，不

利于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因而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和

明确。

关于国史的概念，目前来看，有两种提法：一种是用于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学者朱佳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研究的称谓有过明确论述：国史，顾名思义，是指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国土地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

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1]。一种是对中国史学的统称，如

钱穆在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著述中，把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统

称为国史，这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有着直接的体现。从这

些提法和用法中可以看出对于国史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至今的发展历史；一是指中国有史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历

史。这两者在历史时间跨度、概念内涵上都有着明显的不

同。就概念使用而论，国史简明宗义，即为一国之史。那么

何又谓“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家”的概念进行了简明解

释：“①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国家是

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

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②指一个国家的整个

区域。”若从国家的概念来看，国史可以明确定义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然而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人们在历史中形成

的习惯思维定式，在很大范围上，人们习惯于把整个中华民

族称为“中国”，在史学研究上，有学者也就把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的历史统称为“国史”或者“中国史”，它涵盖了中国各个

朝代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延续。冯友兰在所著《中国哲学

史》一书中说道：“中国近来，史学颇有进步。吾人今日研究

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与前人不同。吾人今日对于中国古

代之知识，与前人所知者亦大异。”[2]在这里，冯友兰将中国古

代历史中的思辨思想，以“中国哲学史”而概之，既体现了中

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又不至于与当时民国历史研究产

生字义的重叠异义。若以学术规范的角度分析，二者本应可

以予以明确的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

新延伸、新发展，在实际表述应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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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称为“国史”，换而言之，“国史”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这样表述，一来便于表述应用，若全篇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来表述，于行文则过于繁锁，不为精练。二来可以突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时代性和重要性。对于中华民

族的历史，则可以称之为“中国史”或者“中华史”，这样既体

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包容性和涵盖性，也有效防止了与当

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生混淆。就目前的历史研究而言，对

于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以其朝代名称而称名，

顺朝代更替依序定名为周史、秦史、汉史、三国史、隋史、唐

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综合考虑历史研究的时代性和侧重性，则可以简称为“国

史”。

事实上，对于国史概念的厘清区分，由于其中的内涵外

延均有纠结缠绕，若细细斟酌，又难予以泾渭分明的界定，因

此，在实际研究应用中当有一个大体的规则予以明确，在较

为正式的学术称谓上，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称名，比

如费正清在其所著的剑桥中国史中，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正名相称。在具体的著述论

章中，可以以说明的方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为“国

史”，如朱佳木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文中，文章题

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命名，在具体论述中，则以说明

的方式予以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

是一门相对年轻的新兴学科。”[1]这样正名与简称相结合的方

式应当更为妥切。

国史作为历史范畴，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每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史程。国史学，就是将

国史研究的主体化活动作为学科对象，对国史研究的基本概

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等进行整体审视与研究的

一门学科。国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

一是国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诸如国史、中国现代史、当代

中国史、国史研究等基本概念的界定。二是国史研究的对象

与范畴。要对国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进行框定和明确。三是

国史研究的方法。包括收集、考证、比较等诸多方法的应

用。四是国史研究的价值与功能。对国史研究的科学价值、

社会价值以及资政教育功能进行研究。五是对国史研究从

理论上予以总结归纳，借鉴国外史学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国

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六是对国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建设进行

指导。如国史研究中的史料史、社会史、人口史、经济史、行

业史研究等，在国史研究中建立条缕式的学科分支，以便系

统、全面地反映国史研究全貌，推进国史研究深入开展。

就国史研究来讲，在相关历史时限划分与界定上存在着

一些分歧，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不同的学者、著述在各自研究文章中有着不

同的理解和称谓，有必要加以分析明确。

对于中国近代史，朱佳木有过明确而合理的分析，即“把

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

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1]，这一划分明确指出了中国近代

史的上限。这么划分的依据是社会性质的变化。1840年是

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分水岭，

作为大跨度的历史分期，依照社会形态的性质变化而分，无

疑是十分科学合理的，这一分法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认

同。相比较而言，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断定则显得有

些混乱。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曾经以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对

于这样的划分，朱佳木认为，这是“旨在突出新旧民主主义革

命的区别，但却忽略了社会性质问题，混淆了革命史与国家

史的界限”[1]这个论述，不但对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

中国现代史分断的不当之处进行了明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导致这样分断的原因是混淆了革命史与国家史的区别。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一个重

大事件，它不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政

权，而且使中国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

质，真正走上了民主、独立、自强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性质

的改变，也成为确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分界的依据。

在现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史学称谓，如中国

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等，称谓诸多，

造成人们著述上的混乱。但是，史学界虽然对此没有一个统

一的称谓，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无论是中国当代史、当代中

国史的表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的表述，都是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以及后延历史的称谓，是可以通用

的。

当然，如果从严格学术意义上分析，这几个概念之间又

有着细微的差异和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倾向于特定地

域下的空间局限，而中国现代史或当代中国史则倾向于一个

较长时间段下的历史关注，二者虽然都体现了特定时间、空

间相统一的历史研究，但是在各自表述中是有侧重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更注重地域空间，而现代史或当代史更注重时

间延续。再比如，李良玉认为，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学术界分别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

国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概念。他还认为，1949年

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属于断代

史，按照传统断代史的定义有一个下限的问题，但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因此，1949年以来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可以称为中国

当代史[3]。这些区分和厘辨对于明晰概念、澄清认识有着积

极意义。事实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不同称谓，其差

异十分细微，可以根据研究的具体课题和研究内容选择合适

的概念予以表述。

二、国史研究的对象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史者何？记述人

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从梁启超对历史的定义来看，历

史包含着三个特性：第一是记述，即“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

之体相”；第二是认知，即通过对人类社会活动中，认识人类

活动的轨迹，“求得其因果关系”，从而掌握人类活动的规律；

第三是资鉴，通过寻求人自身活动中的因果关系、认知人类

社会的变化规律，从已知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其内在的

联系和轨迹，以更好地指导当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相比之

下，傅斯年对于历史的定义则更为简单，他认为：“近代的历

史，都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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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可逢着的史料。”[4]从此可以看出，傅斯年认为历史就是史

料学，就是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这是考据学派对历史认定的

代表性观点。与梁启超和傅斯年不同的是，爱德华·卡尔认

为历史既不是对史料的刻意探求，也不是为了资鉴后人而对

人类活动因果联系的探求，他把历史看作是主观认知与客观

存在之间的一个动态认知过程，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

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

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5]。卡尔更强调历史当中人与客观

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通过连续不断的互动，不断地提

出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以探求历史的真正本原。从这些不

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观点出发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有着各自的

史学关怀，有着各自的史学视角，从各自不同层面对历史作

出了解释、理解和概括。

从以上各家不同的历史观点来看，国史研究的对象，有

以下特征：

第一，从国史研究的时空限定来看，它研究的对象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权和管辖权内所有的自然、社会存在与变化的历

史。简而言之，国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就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变化历程中所有事（物）件的研究。

第二，从国史研究的学术范畴来看，它主要记录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历程。研究对

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自然社会的变化，包括气候

史、环境史、生态史、自然灾害史等，主要以自然界的活动变

化作为史学研究对象。一是把人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人

的社会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法制、教育、科技、卫生等。自然界的活动变化由于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不变性，在国史研究中就相对平稳，研究成果

比较单一。相比之下，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活动和社

会变化的研究是国史研究的重点，并且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整体发展历程相伴，国史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弱到强、从

隐到显、从少到多、从起步到繁荣的发展过程。

第三，国史研究是当代各类史学研究的统领。国史研究

就概念内涵而言，主要对国家历史的研究。国家历史，涵盖

非常广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域和管辖区域内所有自然及

人的活动，都是国家历史研究的对象，大到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小到乡村的变化、变迁。此外，各种各样的地

方史、行业史、部门史等专史研究，无不归属于国史研究内

容。国史研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史类、各个史域的研

究是一个总纲，起统领作用。

第四，国史研究有着宏大的史学研究视域。国史与当代

中国史相比，在概念表述上差异细微，在一般的学术研究中

可以互用，国史就是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史就是国史。但

就严格的学术分析看，国史与当代中国史又有差异。国史在

强调时间、空间的统一的同时更侧重于地域性，即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权和管辖权之内的历史；而当代中国史则在明确特

定空间的同时更侧重于时间性。因此，在概念表意上，国史

具有“内敛”性，而当代中国史却具有“发散”性和“延展”性。

国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对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中具有全局

性、整体性、长远性影响的史域研究，有明显的宏观性，也更

能体现历史“史鉴”功能；而一个村落的发展史、变迁史，更适

合作为当代中国史学中的微观研究。

三、国史研究的任务

历史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过程，既有客观存在，又有主

观认知。正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讲：“历史不是只纪

过去事实的记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

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

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

及其产物的文化。”历史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历史研究的任务

和方向，即记录历史、总结历史、认知事物发展规律。同样，

国史研究，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记录、记忆，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和保存，同时，对新中

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总结，找出决定和影

响其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因素和外在条件的有机关系，从而

认知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更好地指导社会的发展和建

设。具体来讲，国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的收集、整理，这是国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史

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丰富、翔实的历史史料，历史研究

就无从谈起。因此，国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发展进程进行记录和整理。随着电子、网络等各种新

技术的普及应用，国史史料的类型较之以前也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从其记录主体来看，可分为国家史料、地方史料与

民间史料。从史料记录的形式看，又可分为文字史料、音像

史料、实物史料。除了以上这些文字史料外，随着电子、网格

等技术的普及应用，史料的记录保存也出现了新形式，如录

音、录像史料等，在促进史料记录保存多样化的同时，也拓宽

了史料查找的途径，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更为广泛

的数据查找方式。此外，还有实物史料，如重要历史事件的

遗址、遗迹等。由于新中国成立总共有 60多年的时间，这就

使得国史史料的记录和收集具有很强的鲜活性和可靠性，对

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国家机关以及国家的档案部门都

有直接、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作为“国家记忆”存放于不同

的档案之中，成为国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对历史最

大限度的记录和反映，基本达到了“史”与“实”的统一，这是

国史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国史历

史记忆的鲜活性，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史料的过

度繁盛，造成对同一个事件的研究会面临诸多的、版本不一

的记录，给史料的筛选、选取、甄别造成麻烦。比如，同样的

历史事件，由于部门记录往往只注重大的整体方面的事实记

录和保存，对于一些细节，或者由于疏忽，或者由于对当时事

件的缺场，往往不能详细体现，而这些细节，恰恰成为历史研

究中探究因果关系的关键支撑。这样，事件亲历者的各类回

忆著述便成为记录、再现历史细节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同

一历史事件，由于记忆的误差，不同的亲历者会有不同的讲

述，究竟谁的记忆更能体现史实？即便是亲身经历者，对部

分史实的记忆亦有模糊甚至矛盾之处。对于这一问题，唯一

的办法就是对众多不同出处的史料，逐一进行鉴别和比较，

最后确定一个信度最高的史料。正如傅斯年所说：“假如有

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

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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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历史的事件虽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

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多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

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可以比较而得其近

真。”[6]就目前国史史料来看，各部门对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各

类国家档案是信实可靠的，除因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没有对

外解密公布的档案外，现有档案资料是可以满足国史研究需

要的。

第二，通过对历史史实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的魅力不仅仅是对已逝事实的再现和还原，更重要的是

通过对历史史实的研究，可以找出历史之所以成为“那样”的

诸多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启示、资鉴后人，这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历史功用。

历史就其本身所包含的要素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史料，也就是基本的历史数据。二是史实，即围绕历史资

料而发生的历史事件过程。仅有史料还不能称之为完整意

义上的历史，史料只是具备了最基本的历史元素，这些基本

的历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部分面貌和特征，但

不是历史的全貌，要使这些史料成为历史，还需要在对这些

史料进行综合分析中找出其相互的逻辑关系，从对这些相互

的逻辑关系的分析中再现历史、认识历史。沃尔什曾经提

出：“我必须指出一个简单的并为人所熟悉的事实，即‘历史’

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

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们所构造的叙述和说明。”[7]在这

里，暂且不说他对历史“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这样的认识是否

正确，沃尔什提出了一个历史的重要特征，即利用史料对历

史所进行的构造和说明，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的分析、认识

过程。只有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分析、认知，才能使人们全面、

正确地认识历史，并且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真

正价值所在。

要正确认知历史，就必须对历史进行全面正确的分析。

影响历史的因素复杂繁多，历史地分析也有许多路径和方

法，例如内因与外因说、偶然与必然说、主观与客观说、直接

与间接说等等。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相互作

用而形成的结果，我们在分析总结历史事件时，以采用直接

因素与间接因素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为宜。也就是说，在分

析具体历史事件时，就应把历史事件作为认知的核心和中

心，围绕这个核心，把所有与事件相关联的直接因素予以罗

列，构成形成历史事件的内围因素群，包括与历史事件直接

相关联的人的因素、制度因素、体制因素、环境因素（包括地

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科学技术因素、传

统习惯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这些是影响和决定历史事件

的直接因素，也是显性因素，它们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基本框

架和方向，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仅有这些

还远远不够，还不足客观全面地认知历史之所以成为“那样”

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因素的分析范围，找出与内

围因素群紧密关联的相关外围因素群，这些因素群虽然对历

史事件的形成不起直接作用，但对内围因素群有着重要的关

联影响作用，并通过内围因素群来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走

向，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外围因素群的分析，就

是把内围因素群的各个要素再向外延伸一层，构成分析、认

知历史事件的外围因素群。这样，历史事件、内围因素群、外

围因素群就构成了分析、认知历史事件的路径和方法。

第三，通过对国史的研究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是进行国史

研究的根本任务。研究历史、认知规律，是国史研究根本目的

和任务。规律和经验又不相同：经验或教训是通过对历史的分

析，从历史事件的得失成败中找出决定和影响历史事件形成的

各个因素，找出历史形成的轨迹，从中得出启示，以达到趋利避

害的史鉴作用。而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经验教训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而得出的主观上的思想认

识，而规律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所发现的、规定历史发展

方向的决定性的客观力量。经验总结与规律认识有一致的方

面：一般来讲，对历史事件正确客观的分析总结所得出的经验，

就是对历史规律的发现和再认识，坚持这些经验就可以避免重

复历史错误，就可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通过对新中国成

立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研究，对每个时期经验教训

的认识总结，可以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出要坚持什么、为什么

要坚持，可以通过历史总结，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也正是对建

党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总结

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关乎走什么样

的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科

学的决策和回答。

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既面临着

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抓住发展

机遇，应对困难挑战，离不开以往历史经验的支撑启示，离不开

对历史经验的研究总结。对当代中国史学基本问题的再研究、

再认识，对于深化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发挥史学研究在国家和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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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spective
Meng Lingguo，Jiang Xuhuai（68）

Abstract: The overall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China is experiencing peak, but will enter the lat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gradually. We found imbalance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n the amount,
structure and regions by analyzing our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other materials. Although basic
education level has been overall improved, but investment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s far
from enough, which leaded to phenomenon of“Labor shortage” and“the difficult employment”. Further
researches showed that, imperfect system, inadequate investment and unperfected training system are the
root reasons to prevent the current rural surplus labor to transfer to other regions. Thus governmen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improv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system, increasing investment, through various incentive measures to attract social forces to take a variety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model, on the use of individualized, on-demand training methods,
while encouraging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Labor Force Migrat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eng Fangwei（86）

Abstract：In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must first clear on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re is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so on many
concept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clear. Historical research is not only to discover and reproduce
the historical data， but also through the logical path of historical data to find ou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ity. The latter is both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search important content， is also a task of carrying the era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Key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the Basic Problems；Analysis

Stud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Urban and Industry
Strcture

——An empirical analysys Based on Guang Dong Province
Wang Xianqing, Wu Liang（58）

Abstract: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oday'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it plays a role of growth engine and transform leader of Guangdong econom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ort of the relative theor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sets a model to carry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21 cities and their industry structure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n, conclude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 Guangdong’s 21 cities
and their industry structure. This paper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ervice between cities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ha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y Structure;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action；Industry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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